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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常常用“道不同, 不相为谋”来形容人际价值观冲突发生后共识的难以达成性。在这个过程中, 个

体不仅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主观感受, 还会形成指向对手的偏见和敌意, 进而使得基于价值观差异而产生的

人际冲突在调解上具有很大的困难。目前研究者主要从自我威胁和个人客观性幻觉两个方面来解释为何人际

价值观冲突难以达成共识,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我肯定和他人肯定的调解策略。未来研究需要更多丰富

相关的理论解释, 关注人际价值观冲突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果, 并拓展相关的调解策略和应用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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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际冲突是各方感知到目标、认知或者价值

观之间的矛盾, 并由此产生对情境威胁评价的心

理过程 ,  最终有可能导致人际冲突行为(Halevy 

et al., 2012)。Harinck 和 Ellemers (2014)将人际冲

突划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利益(或资源)分配的冲突

和基于价值观差异的冲突 ,  前者本质上是对时

间、空间、金钱及财物等珍稀资源的分配存在分

歧所导致的, 而后者则通常与身份认同、个人立

场有关。从冲突各方构建情境的潜在动机来看 , 

人际利益冲突涉及到资源的分配问题, 冲突的根

源在于各方的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满足; 相比之下, 

若个体根据自己与他人价值观的差异来建构冲突

情境, 往往涉及到是非对错问题, 因此更为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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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杂(Kouzakova et al., 2012; Schuster et al., 

2020)。在当今社会, 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

社交媒体等技术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频繁地遇到

具有不同价值观、规范和信仰体系的他人或群体, 

人际价值观冲突的发生频率也呈现逐渐递增的趋

势。例如, 在关于气候目标的谈判中, 不同国家可

能会因保护自然还是发展经济的目标差异而产生

分歧; 在疫情防护过程中, 关于拯救生命还是维

护个人自由的优先性上, 人们也会因为在价值理

念上的不同而做出差异化的选择(Schuster, 202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发展的

主题。在广泛的研究与实践之中, 人们经常发现, 

基于利益的人际冲突往往可以通过协商、资源重

新分配和妥协而得到缓解或解决。然而, 一旦人

际冲突涉及到价值观差异, 各方所争论的问题便

很容易被视为是不可谈判和交易的：不但很难达

成共识, 而且容易加剧紧张局势。不仅如此, 过去

在利益冲突中行之有效的调解策略, 如互让、妥

协或权衡等 , 在人际价值观冲突中都不再奏效

(Harinck & De Dreu, 2004; Wade-Benzani et al., 

2002)。这一点人们在生活中也深有体会。早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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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年前, 孔子便有“道不同, 不相为谋”的感叹, 

认为意见或价值观念不同的人难以共事; 《世说

新语》也给人们留下了“割席断义”的成语, 以此

说明人们在捍卫自己价值观念时的态度是多么决

绝。那么, 究竟为何基于价值观差异的人际冲突

如此难以达成共识? 又应当如何在了解其作用机

制基础上形成行之有效的调解策略, 从而有效助

力人际价值观冲突的化解呢?  

围绕以上问题, 国内外心理学者在近些年来

展开了持续的关注和探索, 在相关领域也积累了

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鉴于现实生活中很多不必

要的价值观对抗和冲突在人们的交流、合作过程

中所产生的巨大沟通成本, 阐明其中的心理成因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合理的调解策略, 对于缓解

人际冲突过程中因为价值理念的差异而产生的沟

通障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 本文

将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首先通过与人

际利益冲突的比较阐明人际价值观冲突难以达成

共识的具体表现, 之后引入相关的理论解释并介

绍与之相对应的调解策略, 以期为该领域的基础

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理论上的启发。 

2  人际价值观冲突难以达成共识的具体
表现 

从已有研究来看 , 与基于利益或资源分配

的人际冲突相比, 因价值观差异而产生的人际冲

突在取得共识上更为困难,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2.1  冲突解决意愿降低 

大量研究发现, 人们在人际价值观冲突中会

表现出如下一系列的行为模式：心态不够开放

(Kouzakova et al., 2012), 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解决

行为, 很难达成共识, 联合收益度较低(Harinck & 

Druckman, 2017; Kouzakova et al., 2014), 等等。

近些年来, 在更为具体的人际冲突情境中, 研究

者对此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例如 , Frimer

等人(2017)进行了一项研究 , 涉及一系列引发价

值冲突的事件, 如同性婚姻、美国大选及其他文

化差异问题等, 发现身处其中的被试宁愿放弃赢

得金钱的机会也不愿意去了解对手的观点, 表现

出回避或屏蔽对立观点的行为倾向。而且, 即使

要求处于人际价值观冲突中的个体与对手通过谈

判取得和解和达成共识, 他们似乎也缺乏足够的

兴趣(Stöckli & Tanner, 2014)。Schuster 等人(2020)

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他们要求被试就

未来酒店的选址进行辩论以比较人际利益冲突和

人际价值观冲突带给个体主观感受上的差异：在

价值驱动条件下, 辩论的主题围绕价值准则(保护

环境与保护传统文化)进行; 而在利益驱动条件下, 

辩论的主题则围绕金钱得失来进行。结果发现 , 

相比于利益冲突, 在价值观冲突条件下的个体不

仅更加不愿意做出让步, 而且与对手交换信息之

后这种倾向还会加剧。即便强行让被试做出妥协, 

在人际价值观冲突情境下的个体对最终结果的满

意度也更低, 而且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处于人际价值观冲突中

的人们似乎不愿去主动解决问题。这种心理及行

为倾向在相应的生理指标上也有所反映, 即人们

在面对人际价值观冲突时会表现出明显的压力甚

至威胁感知。例如, Kouzakova 等人(2014)通过辩

论出行方式的方法分别营造出人际利益冲突和人

际价值观冲突的情境(其中对于前者, 被试要从是

否省钱的角度来阐发观点, 对于后者则要从是否

保护环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以此来比较在两种

人际冲突中个体的心血管(cardiovascular)反应的

差异。Kouzakova 等人基于唤醒调节的生物心理社

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arousal regulation)

将心血管反应区分为两种模式：感知威胁状态和

感知挑战状态。其中, 感知威胁状态由低心输出

量(cardiac output)和高血管阻力(vascular resistance)

来反映, 而感知挑战状态由高心输出量和低血管

阻力来反映。心血管反应指标表明, 人际利益冲

突更容易被个体视为是一种挑战, 人们会设法找

到解决冲突、相互妥协的最优解; 相反, 当人们面

对人际价值观冲突时, 他们更多地将其看作是对

自身的一种威胁, 进而放弃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努

力。在此基础上, Harinck 等人(2018)又从内分泌变

化(以睾酮和皮质醇为衡量指标)的指标上对两种

冲突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 在人际利益冲突中

个体的睾酮激素有显著增加, 而在人际价值观冲

突中人们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有显著提高。其中 , 

睾酮在调节社会交往和冲突中的攻击行为中起着

重要作用(Carré et al., 2017), 皮质醇(cortisol)水平

升高与冲突中经历的紧张和消极情绪有关(Saxbe, 

2008)。陶爱华等人(2018)也发现, 相比于利益冲

突 , 价值观冲突条件下的被试在阻抗心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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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G)、心电图(EKG)和连续血压数据三个指标组

成的测量指标上均有显著的增强。这些结果进一

步说明, 在人际资源冲突中人们可能感到自己能

有效应对, 而在人际价值观冲突中更多地感受到

威胁与压力。 

2.2  偏见与敌意行为增加 

人际价值观冲突难以达成共识的另一种表现

为, 相较于利益冲突, 身处其中的个体会表现出

更多指向对手的消极认知、情感, 甚至是敌意行

为, 这让人们与他人的人际距离越来越大, 从而

不愿通过接触和沟通来解决问题。 

很多研究发现, 与价值观不一致对手的对峙

或争论会引发指向对手的一系列负面认知和情绪

反应, 如非人化(de-humanization)、行为歧视、厌

恶和不容忍等(Chambers et al., 2013; Kouzakova 

et al., 2012)。Chambers 等人(2013)考察了美国保

守派(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商人)与自由派(如

非裔美国人、同性恋者)对对方群体的态度, 结果

发现双方成员都表现出喜欢相似价值理念的群体, 

而对相异价值观的群体存有偏见的心理倾向, 且

基于价值观差异所引发的偏见在程度上甚至超过

了种族偏见。Brandt 等人(2019)的研究结果也发

现 , 人们每天所经历的人际价值观冲突的程度和

频率可以有效预测其对价值观不一致群体的非人

化认知及谴责性情绪反应(如愤怒、厌恶和轻蔑

等)。Brandt 等人认为, 经历人际价值观冲突似乎

在提醒人们, 对手与自己属于不同的群体。在此

基础上, 心理上的距离感便会产生, 并可能进一

步导致对他人的负面认知和消极情绪反应。 

这种指向对手的负面认知和情绪反应在某些

情况下还可能转化为实质上的攻击行为。例如 , 

Harinck 和 Van Kleef (2012)在研究中探讨了身处

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冲突(分别基于获益动机和道

德动机要求雇主加薪)中的个体在应对他人愤怒

(雇主的消极回应)时的不同表现。结果发现, 与利

益冲突条件相比, 价值观冲突中的参与者更倾向

于让冲突升级, 如做出报复性的举动。Gotowiec

和 Mastrigt (2019)采用七巧板任务(Tangram Task) 

(Saleem et al., 2015)来测量被试的帮助或攻击行

为倾向, 其衡量方式是为对手选择的七巧板任务

的难度。结果也发现, 感知到价值观差异与否是

个体区分内外群体的一个重要心理边界, 一旦被

认定为是外群体成员, 个体便可能会对价值观相 

异者进行道德定罪(morally convicted), 进而助长

自己的外群体攻击行为并赋予其正当性。 

3  人际价值观冲突为何难以达成共识 

基于前文所述可知, 不论是在个体主观意愿

方面, 还是在面向对手的态度和行为方面, 基于

价值观的人际冲突都表现出更加难以达成共识和

进行调解的特点。如果说在人际利益冲突中人们

之所以能够妥协, 很大程度是因为资源的分配是

可以协商、谈判和交易的。相比之下, 基于价值

观的人际冲突的突出特点便是不愿意让步和不可

交易性, 人们始终坚持自己所持有的价值理念具

有不可撼动的正当性。而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

人际冲突一旦涉及到价值观差异的问题, 便很容

易变得不可让步、不可妥协呢? 目前, 研究者主

要从对抗自我威胁(self-threat)和个人客观性幻觉

(the illusion of personal objectivity)两种角度来尝

试进行解释。 

3.1  基于自我威胁的解释 

很多研究者指出, 个体在与他人的价值观对

峙和碰撞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自我威胁感知, 而

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消极感受, 才使得人们不愿意

在原本坚持的价值观上进行妥协和接受调解

(Collins et al., 2017; Frimer et al., 2017; Harinck & 

Druckman, 2015; Schuster et al., 2022)。这一假设

可以追溯到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 

认为存在矛盾认知会使个体产生“不和谐”的状态, 

之后发展出的不和谐理论 (dissonance theory) 

(Steele & Liu, 1981, 1983)则进一步解释为何矛盾

的想法会使人产生负面的认知。根据这一观点 , 

当他人提出不同的价值理念时, 个体很容易将其

视为对自身观念系统有效性的挑战, 继而产生一

种对自我完整性的威胁, 且该价值观越重要, 个

体产生的威胁感知就越强烈(Scheepers & Ellemers, 

2005)。具体而言, 这种威胁感知可能来源于两个

方面: 其一是接受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信息意味

着个体可能要调整固有的观念, 即人们会担心是

否需要通过放弃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价值观来解决

冲突, 这可能会威胁个体积极的自我图式和理想

自我形象(Harinck & Ellemers, 2014); 其二是接受

他人的价值观念可能会使个体产生额外的社会成

本, 因为这会导致其他具有类似价值观的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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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或被排斥到自己认同的社会群体之外, 这

也是一种自我威胁的表现形式 (Ellemers & Van 

den Bos, 2012)。 

那么, 为什么在人际冲突中一旦涉及到价值

观差异, 个体的关注点便不再是最大化收益或问

题的有效解决, 而是如何避免自我概念受到威胁

了呢？从已有关于价值观的心理及神经结构的研

究来看, 这可能是因为价值观在人们的自我认同

和自我知觉中位于核心的地位(王洪 等, 2021; 岳

童 等, 2020, 2021; Aquino & Reed, 2002), 人们在

价值观上的碰撞与对抗往往涉及到自我卷入

(self-involvement)的过程(Kouzakova et al., 2012)。

而且, 对个体来说越是重要的价值观[如保护性价

值观 (protected values), 或称神圣价值观 (sacred 

values)], 其在表征和建构上与自我概念的关系就

越为紧密。例如, Kaplan 等人(2016)脑成像研究结

果表明, 保护性价值观的表征可能涉及到大脑的

自我身份认同、道德判断和社会情绪加工过程。

不仅如此, 由于保护性价值观与自我身份认同的

高度相关性, 当受到反对信息冲击时, 其可以调

动情绪资源来对抗威胁信息冲击。在此基础上 , 

岳童等人(2021)总结了保护性价值观是如何对抗

物质诱惑和死亡威胁的, 即当强制要求个体在价

值信念和金钱利益之间进行交换时, 个体可能会

将这种价值观的妥协视为对自我和道德认同的威

胁, 由此激发起愤怒和厌恶等消极情绪反应进行

反抗, 进而能够巩固自己原本持有的信念。因此, 

可能正是由于与自我概念在表征上的同一性, 使

得基于价值观差异的冲突很容易涉及到人们的自

我图式。而改变固有价值观的心理成本是巨大的, 

因为这很容易引发人们对自我概念完整性和一致

性的威胁感知, 故而导致人们拒绝在原有价值理

念上做出改变或进行妥协。  

已有的研究从多个角度支持了人际价值观冲

突中的自我威胁假设。从生理反应来看, 如前文

所述, 人际价值观冲突中产生的是一系列与压力

和威胁相关的反应指标 (Harinck et al., 2018; 

Kouzakova et al., 2014), 如心血管反应、内分泌变

化等。一些基于被试自我报告的研究证据也为自

我威胁假设提供了支持。例如, 陶爱华等人(2018)

的研究便发现, 相比于利益冲突, 被试在价值观

冲突中报告出了更高程度的自我威胁感知。

Schuster 等人(2020)的研究结果也发现, 当强制要

求被试在人际价值观冲突中做出让步后, 他们会

报告出对自我更为消极的评价, 这间接说明了自

我威胁解释的合理性。亦有一些研究从个体差异

的角度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例如, 研究发现那些

道德认同感强的人在面对相反的价值观时会感到

更强的自我威胁感知, 这可能是因为个人必须重

新验证和保护他们的信念所致(Aquino & Reed, 

2002; Brandt et al., 2014; Kouzakova et al., 2012)。

另外, 很多研究者认为, 指向对手的偏见在很大

程度上是个人价值体系受到观念不一致的外部群

体成员挑战时的一种防御性反应, 即通过贬损他

人以保持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概念的完整性, 这是

常见的应对自我威胁的表现 (Badea & Sherman, 

2019; Harinck & Van Kleef, 2012)。这或许可以解

释为何受到自我形象威胁的人会比没有受到这种

威胁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外群体贬损(Fein & Spencer, 

1997)。 

3.2  基于个人客观性幻觉的解释 

基于自我威胁的解释认为, 个体在人际价值

观冲突中为了达到保护自我概念的目的, 总是持

一种防御性的心态, 故而不愿在固有观念上做出

妥协。与此预设不同的是, 支持个人客观性幻觉

的学者则认为, 人际价值观冲突之所以如此难以

达成共识, 其主要原因在于身处其中的个体会存

在一种认知偏差, 即会过分高估自己观点的合理

性和正确性, 同时将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对手视为

不知情、非理性或存有偏见的(Dorison & Minson, 

2022; Minson & Doriso, 2022b; Ross, 2018), 继而

不愿在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上进行妥协或修正。 

结合价值观的心理与神经机制研究结果来看, 

这种个人客观性幻觉可能与个体所看重的价值观

的道义主义(deontological)建构方式有关, 即不问

利弊如何 , 只从事件本身的对与错出发进行判

断。例如, Pretus 等人(2018)发现当宗教极端团体

成员报告自己能为某种价值观战斗或赴死时, 其

大脑中与语义规则提取和加工相关的脑区额下回

则有明显的激活, 说明个体在面对死亡交换时仍

然将该种价值观当成不可违背的绝对规则来进行

坚持。Hamid 等人(2019)对宗教极端团体成员的研

究结果也发现, 个体在坚持保护性价值观时更少

地激活了背外侧前额皮层这一涉及到利弊评估

(Rudorf & Hare, 2014)和损益计算 (Har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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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的脑区, 这表明他们将保护性价值观视为一

种绝对要求。在此基础上, 岳童等人(2021)总结了

为何持保护性价值观的个体能如此坚定地赋予相

应理念以最高价值, 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心理及神

经结构能绕开利弊计算过程, 直接从语义记忆网

络中提取相关规则来遵守和进行是非加工。因此, 

一旦发生冲突的价值观是以上述方式进行心理建

构的, 人们便会认为自身所持有的观念具有无可

争议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同时自然而然地忽略掉

他人不同的观点。 

从已有研究来看, 个人客观性幻觉可能会给

价值观冲突的解决带来如下两个方面的障碍。一

方面, 这种认知偏差是人际价值观冲突中谴责性

情绪的重要来源。由于个人客观性幻觉的作用 , 

在人们持有某种价值理念后, 会存在一种高估自

身观点的正确性和公正性的倾向(Kouzakova et al., 

2012)。这会给处于价值观冲突中的个体带来两种

结果：其一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由善意的动机和

合理的逻辑驱动的, 而他人观点与自己相左就意

味着对方的自私和不合逻辑, 这会引发人们的愤

怒和沮丧; 其二是错误地预期他人与自己有共同

的价值观念, 当在价值观的争端中突然发现他人

不认同自己的观念时, 违背共同观念感知往往使

人们产生震惊和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Kouzakova 

et al., 2012)。另一方面, 个人客观性幻觉的存在也

会导致处于价值观冲突中的个体沟通意愿的降

低。人们不仅不会反思自己的观念是否存在问题, 

反而会武断地认为对手的判断受到了认知或动机

偏见的负面影响(Liberman et al., 2012; Ross, 2018), 

这进一步降低了双方和解的可能性。例如, Molnar

和 Loewenstein (2020)发现, 当面临观念上的冲突

时, 人们更倾向于将其归因于他人的错误信念而

非双方观点上的不一致, 继而导致消极的情绪反

应和回避行为。Dorison 和 Minson (2022)也发现, 

由于个体坚信自己观念的正确性, 他们总是倾向

于高估己方论点的说服性甚至自己对对手的威

胁。这种倾向使他们无法看到双方的共同点, 从

而阻碍了进一步沟通的意愿。 

那么, 在自我威胁和个人客观性幻觉中, 哪

种假设在人际价值观冲突领域中具有更强的解释

力呢? 针对这一问题, Stanovich (2021)进行了比较, 

发现被试在接触他人反对意见后更多地报告出了

愤怒、沮丧而非威胁、焦虑的情绪, 且认为自己

观点的正确性有可靠证据的支持, 而对手应当比

自己更容易感受到因不确定性而带来的威胁。从

这个研究结果来看, 个人客观性幻觉更加能够解

释被试在人际价值观冲突中的感受。Minson 和

Dorison (2022b)也尝试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

们给被试呈现反对自己观点的论据, 并根据反驳

的有力程度对这些论据进行了分类, 之后测量了

被试的选择偏好。结果发现, 80%以上的被试倾向

于选择更加强有力的反对性论据进行阅读。而被

试的这一选择倾向是难以通过自我威胁假设来解

释的, 因为根据其逻辑, 人们应当不会去主动寻

求有可能挑战和威胁自我概念的机会。相反 , 

Minson 和 Dorison 认为这一结果符合个人客观性

幻觉的理论, 即了解论证充分的反驳性观点会降

低人们因价值观相异而产生的愤怒和沮丧情绪。

然而, 不难看出以上研究所提供的都是基于间接

推测而得出的结果, 关于该问题未来有待于进行

更为直接的检验。 

4  人际价值观冲突的调解策略 

由上可知, 在面对与他人之间的价值观矛盾

和对立时, 个体可能会过高估计观念碰撞对自我

概念的威胁程度, 或因为个人客观性幻觉的认知

偏差降低与对手的共同身份感知, 以此来维持自

身价值观的稳定性。之所以涉及到价值观差异的

人际冲突会表现出上述特点, 其核心在于个体的

价值观形成后有维持自身稳定性的倾向, 且越是

重要的价值观这种倾向性便越强(岳童 等, 2020), 

人们也就越不愿在自己持有的价值观念上进行妥

协。对于这一问题, 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考虑。

一方面, 对终极价值和信仰(如道德规范、国家认

同等)的坚守使得无数仁人志士在面对利益诱惑

甚至生命威胁时仍然可以保持初心, 这体现了人

类精神超越性的一面。另一方面, 由于人人都宣

称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由此所形

成的认知偏差使得人际价值观冲突一旦形成, 便

会脱离具体的问题领域, 而在双方的自我身份认

同和坚持中不断造成内耗, 给合作和交流意愿的

达成带来巨大的沟通成本。因此, 在不涉及到终

极价值和信仰的问题, 而又需要助推人际之间的

顺利交流时, 便可以考虑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对冲

突进行调解。从目前的研究证据来看, 自我肯定

(self-affirmation)和他人肯定 (other-affirmation)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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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常见且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调解策略, 接下来

将分别展开介绍。 

4.1  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减少自我威胁

(Badea & Sherman, 2019; Sherman & Cohen, 2006), 

这在人际价值观冲突的调解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其作用原理在于, 人们有维持自我完整性

(self-integrity)的动机, 即认为自我在整体上是积

极的且具有社会适应性的形象(Cohen & Sherman, 

2014; Sherman, 2013)。因此, 当自我概念的某一

个方面受到威胁时, 个人可以利用包括价值观在

内的资源库来恢复他们对自我完整性和价值感的

认知(Sherman & Hartson, 2011)。在具体的价值观

冲突干预领域通常使用的是价值观肯定任务

(Epton et al., 2015), 如要求被试写下对自己来说

重要的价值观, 借此巩固其自我概念的正当性。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 自我肯定主要是通过以下两

种途径来实现人际价值观冲突的缓解。 

一种作用途径为, 借助于自我肯定过程, 个

体的自我价值感来源被拓宽到了特定的自我威胁

领域之外(Cohen & Sherman, 2014), 即价值观碰

撞对自我概念的威胁感知与当前的自我概念发生

“脱钩”, 因此由自我威胁感知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可能也就随之减弱(Sherman et al., 2017)。例如, 

Cohen 等人(2007)的研究结果便表明 , 让被试有

机会进行自我肯定的操作有助于提升他们在政治

理念冲突中的开放心态和妥协意愿, 从而可以有

效化解冲突。Schumann (2014)的研究也发现, 当

要求被试回忆之前没有解决的人际冲突时, 那些

完成自我肯定干预的个体会对冲突承担更大的责

任, 并给出更少的自我辩护理由。而另一种作用

路径是, 自我肯定干预或许可以有效降低人际价

值观冲突过程中指向对手的偏见与敌意(Badea & 

Sherman, 2019)。例如, Stone 等人(2011)招募存在

少数族裔偏见的美国被试, 并对其进行自我肯定

操作(如思考“你什么时候真正有创造力”“如何体

现你的创造力”等问题)。结果发现, 相较于控制组, 

经过自我肯定操作的被试有更大的意愿去与原本

怀有偏见的少数族裔群体会面并讨论观念差异问

题, 对外群体的消极评价也随之减少。还有研究

发现, 当要求法国本科生在个人重要的价值观上

进行自我肯定操作(完成书写任务)后会降低其对

移民的现实性威胁的评估水平, 且相应的偏见也

会减弱(Badea et al., 2018)。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

为这些本科生在与移民的价值观冲突中所产生的

自我威胁会转化为指向对手的消极认知, 而一旦

自我威胁通过自我肯定的方式得以缓解, 对移民

的偏见便会弱化, 也就有更大的可能性来寻求更

具平衡性的冲突解决方案 (Critcher & Dunning, 

2015)。 

然而, 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 通过自我肯定

的方法来调解人际价值观冲突会存在一定的边界

条件, 甚至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例如, Bendersky 

(2014)让被试就堕胎的正当性问题与他人进行辩

论, 发现当经过自我肯定的操作后, 他们做出的

让步更少。这可能说明, 如果自我肯定操作恰好

是在个体所看重的价值观领域, 便会起到更加坚

定个体固有观念的作用, 从而进一步助长冲突中

的 僵 化 心 态 , 阻 碍 沟 通 、 解 决 意 愿 的 产 生

(Sivanathan et al., 2008)。这也提醒相关研究者, 人

际价值观冲突的调解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 

不能仅仅从个人角度来进行干预, 通过提升共同身

份感知来促进与对手之间的沟通也可能更为重要。 

4.2  他人肯定 

他人肯定, 即要求处于人际冲突中的个体思

考对手的积极品质(但需要与冲突事件没有直接

关系), 被认为是缓解人际价值观冲突的另一种有

效策略。在现实生活中, 冲突调解员会在调解过

程中使用肯定他人的策略, 比如要求争执双方互

相赞美, 或共同回忆彼此的积极经历(Illes et al., 

2014)。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领域, 他人肯定的方

法也被证明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例如 , 

Harinck 和 Druckman (2015)让被试分别代入酒吧

老板和顾客的角色来考察他人肯定在冲突调解中

的作用。其中, 人际利益冲突的情景为老板抬高

酒水价格以牟利, 而顾客基于个人消费成本的考

虑选择不同意; 而人际价值观冲突的情景为老板

为了慈善事业而提高酒水价格, 顾客则基于个人

自由意志的坚持而选择不同意。在进行他人肯定

的操作(让被试列举对手的优点)之后, 结果发现

被试产生了更多的合作行为, 而在人际价值观冲

突中常出现的竞争心态也有所降低。使用相似的

研究情境, Harinck 和 Druckman (2019)进一步发现

显性的他人肯定(不仅要思考对手的积极品质, 而

且还要让对手知晓发生过此过程)要比隐性的他

人肯定(仅仅自己思考而不让对手知晓)在人际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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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冲突的相关指标上调解效果更好。 

那么, 他人肯定缓解人际价值观冲突的作用

原理是怎样的呢? 一种观点认为, 他人肯定可以

有效弱化在人际价值观冲突过程中对手带来的自

我威胁(Sherman, 2013)。个体知道对手在自己身

上看到了积极的品质 , 即使双方处于冲突之中 , 

也会使得对手没有那么具有威胁性, 这有助于缓

解个体的对立性态度和行为。例如 , Harinck 和

Druckman (2019)的研究结果便发现, 在经过他人

肯定的操作后, 伴随着被试在冲突中态度的和缓, 

其自我关注的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Harinck 和

Druckman 将这个结果解释为价值观冲突过程中

个体解除了来自对手的自我威胁所致, 即不用再

担忧他人来威胁自我概念后, 人们便不会再产生

对抗性的防御心态 , 也就容易聚焦于问题解决

了。另一种观点则从个体自身的感受层面来进行

解释, 认为当双方进行谈判时, 人们可能不确定

对手的行为, 也不确定如何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

时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而当各方必须进行明确

的他人肯定操作时, 个体知道对方对自己的评价

是积极的, 这可能会减轻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谈判

的焦虑。要求各方通过回忆对方的积极特征来进

行他人肯定操作被证明可以有效提升人们的共同

身份感知。冲突各方在很大程度上会将对手视为

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进而改进冲突调整策略, 如

秉持更加开放的心态, 自我防御心理更少(Harinck 

& Druckman, 2017)等, 这些都有助于缓解基于价

值观差异的人际冲突。 

5  研究展望 

人们常常用“道不同, 不相为谋”来形容人际

价值观冲突发生后，妥协和让步的难以达成性。

身处一个越来越需要人们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的

社会, 如何理解人际价值观冲突背后的心理机制

并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调解, 日益成为研究者们所

聚焦的问题。综合前文所述可知, 目前关于人际

价值观冲突理论解释和调解策略的研究可以说是

刚刚起步, 未来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

探索。 

首先, 在人际价值观冲突的理论解释上还需

进一步验证和拓展。自我威胁和个人客观性幻觉

是目前主流的两种理论假设, 其核心在于个体为

了保持自身价值观稳定性而产生的相应认知偏

差。然而,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 这两种理

论假设都缺乏更为直接证据的支持。因此, 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验

证和拓展。第一, 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来获得支持

假设的多元证据。未来可以借助于与自我威胁相

关的电生理或大脑活动信号等更为直接的指标来

对已有研究假设进行充分验证, 从而夯实已有的

理论基础。其二, 除在状态层面进行验证之外, 也

可以结合特质层面的研究证据进行二者的交叉验

证。例如, 最近 Minson 等人(2020)开发出了一个

测量工具来衡量人们容忍他人观点的程度, 这提

示对人际价值观冲突的包容性可以作为一种人格

特征来进行探讨。那么, 高人际价值观冲突敏感

性的个体, 是否在相应情境下更容易感受到自我

威胁和个人客观性幻觉呢? 其三, 可以进一步拓

展相关的理论解释, 如 Minson 和 Dorison (2022b)

从认知加工视角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假设, 即最

小化认知努力(minimizing cognitive effort)。其核

心观点认为, 个体之所以避免考虑他人对立性的

想法, 主要是存在一种不愿去推翻既有观念的惰

性, 且这种倾向在对自己观念有足够自信时更为

明显。未来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检验, 以弥补已有

理论和假设中存在的不足。 

其次, 人际价值观冲突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

其作用效果问题也值得关注。目前相关领域的实

证研究刚刚起步, 很多涉及到个体差异、环境因

素及作用效果的问题少有研究者进行关注。例如, 

研究者普遍认为人们的价值观是具有等级结构

(hierarchies)特性的(岳童 等, 2020; Brosch et al., 

2011; Schwartz, 2012): 越是位于系统核心层级的

价值观, 其重要性及认同程度越高, 而不同重要

等级的价值观在认知加工模式上也存在差异。很

显然, 人际价值观冲突更多发生在对个体来说重

要的价值观(如保护性价值观)层面上(Minson & 

Dorison, 2022a)。如果价值观的重要程度是人际价

值观冲突的影响因素的话, 那么其边界在什么地

方? 是否会因为价值观之间的对峙强化了其在自

身观念系统中的重要性, 从而加剧人际冲突的程

度? 另外, 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 价值观冲突存

在一定的文化差异,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辩证思维

特征可以将个体与社会取向、传统与现代价值取

向 进 行 融 合 而 不 产 生 冲 突 (Xie et al., 2022; 

Yanagisawa et al., 2017)。关于自我建构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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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表明, 依存型自我建构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有

可能原谅他人 , 化解矛盾; 相反 , 独立型自我建

构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在人际交往中占主导

地位, 进而更有可能发生人际之间的价值观冲突

(Au & Lam, 2017)。因此, 人际价值观冲突如何受

到文化因素的调节可能是未来值得进行探讨的一

个方向。最后, 人际价值观冲突的影响和功能也

是未来研究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领域。有研究者

发现, 当个体生活在一个与自己观念形成冲突的

生活环境(如大学、社区)中时, 其主观报告的压力

和焦虑有明显加重(Hofmann et al., 2014; Simons & 

Green, 2018)。Brandt 等人(2019)采用日记追踪的

方法, 也发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价值观

冲突可以预测其主观报告出的消极情绪反应、低

心理健康水平及较少的幸福感体验。这说明, 人

际价值观冲突可能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一个重

要预测因素, 今后可以通过长期纵向追踪的方法

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最后, 人际价值观冲突的调解策略及相关应

用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其一, 自我肯定和他

人肯定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两种调解策略, 而且在

实证研究中均被证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 , 

它们究竟是如何起到有效调解效果的, 是否能和

已有的解释形成从理论到应用的逻辑互动和转化, 

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其二, 已有调

解策略所关注的都是如何缓解人际之间的紧张状

态, 缺乏从更为积极和建设层面解决冲突的有效

尝试。针对此问题, Schuster 等人(2022)提出了激

活整合心态 (integrative mindset)的干预方法 , 旨

在引导谈判中的个人对彼此的观点保持好奇心和

开放性, 并创造机会弥合不同的观点, 实现互利。

研究结果表明, 该方法在某种情境下的调解效果

甚至好于他人肯定, 这也为未来更多价值观冲突

调解方案的制订提供了启发。其三, 很多在实际

生活中应用广泛的冲突调解方法也可以纳入到研

究范畴之中。例如 , 欣赏型探究 (appreciative 

inquiry)和合作性对话(collaborative dialogue)等在

管理和咨询领域中都被证明行之有效 (黄希庭 , 

2021), 它们的起效机制值得进行探讨。还有一些

研究者关注中国人处理人际冲突时的“面子”思维

及其引发的谈判行为 (Aslani et al., 2016; Zhao 

et al., 2020), 认为其可以影响人们在面对威胁时

的感知, 进而决定他们在商务谈判中的行为。“面

子”受损或“给面子”如何影响人际价值观冲突的

产生、升级抑或是消解, 也是未来可以深入探索

的一个方向。其四, 扎根于我国文化土壤中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社会发展价值理念 , 强调共

商、共建、共享, 通过协商、对话、沟通、谈判

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问题(李建群, 肖英, 2019)。在

现实的社会治理领域,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

为预防化解矛盾风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

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其中也蕴含通过理性

的合作与妥协精神实现冲突调解的内在逻辑。由

此可见, 在社会治理领域, 通过凝聚价值共识来

实现社会的共建共享共治和价值观冲突问题的化

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陈英涛, 2023)。在

未来研究中, 可以进一步结合中国文化与社会治

理的实际, 更好地将价值观冲突调解的理论研究

成果应用于社会政策制定、良性群体关系提升与

互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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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often use the phrase “different paths, no conspiracy” to describe the difficulty of reaching 

a consensus after an interpersonal value conflict occurs. Due to the conflict, people will not only experience 

a series of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but also develop prejudice and hostility toward their opponents. 

Together, these feelings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resolve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based on value differences. 

Values are represented and constructed in such a way that people are prone to two cognitive biases in the 

face of interpersonal value conflicts: self-threat and the illusion of personal objectivity. Currently,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two interpersonal values conflict mediation strategies: self-affirmation and other- 

affirmation.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enrich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cu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effects in interpersonal value conflicts, and expand their mediation strategie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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